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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議會內閣制下，聯合政府內部的跨黨派委任關係帶來了代理問題，

而許多學者也同意，政治制度是解決此一代理問題的重要關鍵。簡單的

說，參與聯合政府的政黨，有充分的理由藉由不同的管理或者監督機制來

避免可能的代理損失。本文首先針對聯合政府下代理問題的成因進行簡短

討論，再透過相關的文獻回顧，檢視在共同治理的過程中，有哪些不同的

制度可以被聯合政府內的政黨用來約束以及監督其執政夥伴的投機行為，

以及這些制度的成效。最後，本文也針對此一文獻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提出簡單的幾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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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壹、前言

在採取議會內閣制的國家中，基於行政與立法權融合（fusion of powers）

的運作原則，政府需要向議會多數負責（Lijphart 1984; Stepan and Skach 

1993; Strøm, Müller, and Bergman 2003），也因此執政權力往往落在取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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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過半數席次的政黨手中，並由該政黨組成「單一政黨政府」（single party 

government），制定並推行國家政策。然而，在沒有任何政黨能夠獲得議會過

半數席次的情況下，「聯合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便成為一種可能的

解決方式。聯合政府是由兩個以上的政黨結盟組成，儘管需要共享執政權力，

但同時也能掌握議會半數以上席次，藉此確保政府政策能夠得到議會支持，也

因此又稱作「多黨政府」（multiparty government）。實際上，聯合政府在全

球民主國家中已經是十分常見的治理模式，特別是選舉制度採用比例代表制的

國家，更經常能觀察到聯合政府出現（Strøm, Müller, and Smith 2010）。以西

歐的議會內閣制國家為例，在1945年到2020年之間，有將近七成的內閣政府

是由兩個以上的政黨組成（Bergman, Back, and Hellstrom 2021, 17）。即使是

英國、西班牙等過去從未有過聯合政府的國家，也分別在2010年與2020年出

現了多黨聯合執政的紀錄。

由於聯合政府的治理（coalition governance）需要政黨之間分享執政權

力，這樣的治理模式也讓這些加入政府的政黨面臨了一個具有複雜行為動機的

困境（dilemma）。一方面，由於政府的最終目標是透過制定一系列的相關政

策，穩定且有效率地帶領國家前進，這意味著加入聯合政府的政黨彼此之間需

要相互合作，找出彼此都能同意的一套治國方略。而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政

黨之間勢必要做出一定程度的政策妥協（policy compromise）。另一方面，這

些政黨又必須相互競爭，在選舉時獨自面對選民，透過提出能夠解決國家問題

的相關政策來獲得選票。此外，政黨在聯合執政時所作的政策妥協，也很可能

因為與過去的選舉承諾不一致，而造成選民的不滿以及選票的流失（Fortunato 

2019a）。因此，這種同時需要政黨之間進行合作與競爭的緊張關係，成為了

聯合政府的主要特點之一（Martin and Vanberg 2011），也衍生了許多相關且

多樣化的研究課題，長期以來吸引了許多比較政治學者的目光。

儘管關於聯合政府的研究文獻已累積了相當豐碩的成果，但早期的研

究目光大多圍繞在與聯合政府組成（coalition formation）或者是政府終結

（coalition termination）等議題相關的研究課題上，包括哪些政黨能夠加入聯

合政府、聯合政府的型態、組成一個新政府所需的時間長短、聯合政府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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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政黨在組成政府時的利益分配等問題。
1
而對於聯合政府在成立與結

束之間的這個過程中的諸多議題，例如執政政黨之間在治理過程中的互動關

係，特別是這些政黨在合作與競爭上的策略考量，一直到過去十多年間才開始

受到學界較多的關注。許多研究者針對政黨在聯合治理時採取的各類策略性行

為，以及政治制度在治理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影響，展開了廣泛的研究調

查，也提出了相當亮眼的研究發現，大大的提升了學界對於聯合治理的理解。

有鑑於聯合政府此一治理模式的常見程度，以及與其運作對於像是民主治

理、代議政治、政黨競爭、以及立法行為等相關課題所提供的廣泛意涵，本文

旨在針對前述的研究文獻進行簡略回顧。首先，我們將分析討論政黨在聯合政

府下所面臨的治理困境，同時解釋為何制度的建立有助於聯合政府內的政黨克

服這個難題；再來會針對現有文獻中談到，有助於克服聯合治理困境的相關制

度進行回顧；最後，文末將探討這個文獻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貳、代理問題與聯合執政的困境

議會內閣制的主要特徵之一，即是一個由多層不同的委託人與代理人關係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構成的一連串委任過程（delegation process）。 

在這個過程中，選民首先透過選舉將政治決策的權力委任給國會議員；而在選

舉過後，議會整體再將行政權力委任給由總理（prime-minister）所帶領的內閣

政府（cabinet government）；最後，再由總理將決策權力交由內閣政府內負責

不同政策領域的部會首長（head of ministerial departments），並更進一步的由

部會首長委任給其附屬的行政官僚（Strøm, 2000），落實政府政策的起草與制

定。

值得注意的是，凡是權力的委任都有相對的風險存在（Strøm, Müller, 

and Smith 2010），因為委任本身同時給予了代理人（agents）許多機會，去

1	 針對聯合政府組成與終結的相關研究可說是車載斗量，且涉及的研究課題十分廣泛，

僅用少數章節難以做全面性地爬梳。此外，也有許多學者已針對各別議題做過十分完

整的回顧，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像是Laver and Schofield（1998）、Martin and Ste-
venson（2001）、Laver（2003）、Warwick and Druckman（2001）等人對於相關文獻
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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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追求自身利益，但同時違反委託人（principals）相關權益的行為，也因

此產生所謂的「代理問題」（agency problem）。代理問題的出現，往往是

因為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存在利益衝突（conflicting interests）以及資訊落差

（information asymmetry）所導致（Lupia and McCubbins 2000; Strøm 2000）。

由於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利益或偏好不一致，給予代理人充分的動機，優先

以自身的偏好行事；而兩者之間的資訊不對稱則是讓代理人有足夠的能力，透

過隱匿相關資訊或者是行為，在不讓委託人察覺的情況下，追逐自身利益並讓

委託人的權益受損（Kiewiet and McCubbins 1991）。面對這樣的「代理損失」

（agency loss），委託人因為資訊不對稱，也難以對代理人究責，進而使得此

一代理關係失靈（delegation fail；Lupia and McCubbins 1998）。

在單一政黨掌握內閣政府的情況下，無論是作為委託人的總理（或是內閣

政府），或者是作為代理人的各部會首長大多來自同一政黨，在政策偏好上的

歧異程度通常較小，因此在內閣政府內部的委託與代理關係上，也相對單純。

此外，政府執政所涉及的政治責任，通常也是由該政黨一肩扛起，所以產生代

理問題的機會相對不高；即便是產生了代理問題，也能夠以政黨內部的機制來

處理（Thies 2001）。然而，在多個政黨聯合執政時，卻是完全不同的情況。

因為內閣政府在不同議題領域下的政策制訂主要是由各個部會首長負責，在內

閣部會分別由不同政黨掌握的情況下，總理需將決策權力交到分屬不同政黨的

各個部會首長手中，而這種跨越黨派的權力委任，使得原本相對單純地的委任

過程變得複雜（Andeweg 2000; Müller 2000; Strøm 2000）。由於每位內閣部長

在其負責的政策領域中有其決策裁量權（discretionary power）以及議題設定

權（agenda-setting power），同時他們也具備了其他部會首長不具有的獨特政

策資訊（Laver and Shepsle 1996），因此，若是執政政黨之間存在顯著的偏好

分歧，加上這些政黨需要對各自的支持者負責，回應選民的政策偏好，並且實

現他們在前次選舉中的競選承諾（Naurin, Royed, and Thomson 2019; Thomson 

et al. 2017），會使得每個政黨具備相當充分的動機，去利用其所控制的內閣

部長來追求自身政策利益，而不是專注於落實由執政政黨所聯合擬定的執政方

針。在這樣的情況下，前述的代理問題便隨之產生。

更仔細的說，在聯合政府成立之初，組織政府的政黨之間通常會有一個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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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都同意的未來執政藍圖，包含未來大致的政策走向。但因這些政黨在不同

的政策議題上通常都有不同的偏好（Strøm and Müller 1999），故掌握部會首

長的政黨，隨時能夠利用自身的政策權力，以及與其他內閣執政夥伴（ruling 

partners）之間的資訊不對稱，在其負責的政策議題上，追求或者是擬定有利

於自身政黨政策利益的法案。這種由聯合內閣內的政黨，透過其所屬部會首長

所採取的投機行為，也稱為「部長政策偏移」（ministerial policy drift）。由

於分屬不同政黨的部會首長之間沒有動機分享政策資訊，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

下，部長與其所屬政黨單方面的政策偏移，會造成其他執政夥伴無法有效地評

估該政策法案未來可能帶來的結果與影響，使得最終通過的法案，可能完全不

同於聯合政府成立時的預期。這除了破壞聯合政府成立時由各個政黨所同意的

執政協定外，也會傷害到其他執政政黨的利益（Martin and Vanberg 2004）。

甚至，這類源於執政黨之間偏好差異的政策偏移行為，會加深政黨之間原有的

分歧，連帶影響聯合政府的穩定性與其存續，且進一步降低這些政黨在未來再

次結盟的可能性（Döring and Hellström 2013; Imre1 et al. 2023; Tavits 2008）。

因此，為了確保政黨之間在聯合政府內的合作能夠順利進行，同時避免執

政夥伴透過其掌握的部會首長職位，做出片面破壞聯合執政的偏移行為，聯合

政府在執政過程中如何消彌可能存在的代理問題，便成為了學界關注的重點。

對此，許多學者們大多都同意，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s）的存在是解決

聯合政府下代理問題的重要關鍵。誠如North（1990）所言，行為者之間必須

透過制度建立消除彼此間的資訊差異，如此才能夠有效的監督合作夥伴可能出

現的違約行為，並確保合作關係的持續。的確，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許多研究

者將重心放在聯合政府內的政黨在執政的過程中，如何利用各種不同的控制機

制（control mechanisms），來預防、監督，甚至是修正其執政夥伴所可能採

取策略性偏移行為，降低其可能面臨的代理損失。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會

針對現有文獻中所列出的各類機制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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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治制度與聯合治理

Strøm（2000）以代理關係確認的時間作為分水嶺，將能夠緩解代理問題

的相關預防機制分為代理前（ex ante）以及代理後（ex post）的兩大類別。代

理前的預防機制主要採取的是類似契約（contract）設計的概念，2
在代理關係

成立之前，透過相互同意的契約來明訂代理關係的內容，甚至針對代理人的行

為進行限制與規範，避免代理人在關係成立之後有脫序行為產生；而代理後的

預防機制，則是以監督為主要的考量，如同員警巡邏（police patrols）的目的

一般（McCubbins and Schwartz 1984），透過相關的機制主動找出代理人可能

隱匿的資訊或者是行為，藉以保護委託人的利益。

一、代理前的預防機制

在聯合政府正式成立之前，即內閣政府與不同的部會首長確認彼此的代

理關係前，參與聯合政府的政黨用以避免代理問題的制度，最常見的一種就

是聯合執政協議（coalition agreement）。在一方面，聯合執政協議的簽訂，某

種程度上代表著政黨之間願意共同成立政府，並分享執政權力的決心（Müller 

and Strøm 2008）。而在另一方面，這些政黨也能透過執政協議，訂立所有政

黨都同意的某些規則或者是行為規範，來明確限制彼此在執政時的相關作為以

及不同政策可能的走向，也能藉此避免部長政策偏移或是其他的政黨投機行

為，降低代理問題可能帶來的損失（e.g., Moury 2013; Strøm and Müller 1999; 

Timmermans 2006; Falcó-Gimeno 2014）。除此之外，這些政黨也會在聯合協

議中明訂相關機制，用以解決未來在執政政黨之間可能發生的政策爭議（e.g., 

Bowler et al. 2016）。

2	 另一種代理前的預防機制，則是委託人事先針對代理人的審查與選擇（screening and 
selection）。也就是說，透過事先選擇值得信賴的代理人，來避免可能的代理損失
（Kiewiet and McCubbins 1991; Strøm 2000）。此類機制的運作方式，多半是聯合政
府事前針對可能的部會首長候選人進行篩選，排除掉極為偏激或者是不適任的人選

（Müller and Meyer 2010）。不過，在實際運作上，由於聯合政府內的政黨鮮少實際介
入其他政黨在部會首長人選上的挑選過程（Strøm, Müller, and Smith 2010），因此本文
不針對此機制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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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針對聯合執政協議的實證研究中，確實已有不少學者發現，由於聯

合政府內的政黨期望利用執政協議來避免未來可能的政策衝突，同時帶動未來

執政時在制訂政策上的效率，因此在擬訂聯合執政協議時，政黨之間往往會針

對可能有利益衝突的部分，進行較為清楚詳細的描述（Müller and Strøm 2008; 

Timmermans 2006; Indridason and Kristinsson 2013），特別是將那些彼此都高

度在意（salient）的政策議題，納入執政協議的規範當中（Eichorst 2014）。 

此外，若內閣部會首長的分派與各政黨的政策偏好不一致時，這也會使加入聯

合政府的政黨有較充分的動機，訂立較仔細的執政協議來規範其執政夥伴的

行為（Krauss and Klüver Forthcoming）。在Moury（2011）針對比利時、義大

利與荷蘭等國聯合政府的執政協議研究中便發現，在這些執政協議中，有將近

70%的協議內容最終反映在內閣政府的決策中。此外，這些政府決策有高達三

分之一，是完全依照協議的規範內容來制訂的。簡單的說，具有不同政策偏好

的政黨，在簽訂聯合執政協議之後，便有相當的動機按照協議內容行事，而這

些政府在協議內所做的政策宣示，也有比較高的機會被實際執行（Schermann 

and Ennser-Jedenastik 2014）。不過，由於聯合執政協議並沒有法律上的強制

力（Timmermans 2006），3
因此儘管聯合協議確實能夠緩解代理問題，聯合政

府內的政黨也會同時尋求其他的監督或管理機制來確保聯合政府的順利運作。

二、代理後的預防機制

像是聯合執政協議這樣的代理前預防機制，由於具備契約的性質，通常著

重於政黨在聯合執政時的行為規範以及政策藍圖的規劃，仰賴的是執政政黨

之間被動的信賴關係，也就是相信執政夥伴會自發的遵守執政協議所訂立的內

容；相反的，在代理關係成立後的多數預防機制則是給予了聯合政府內部的政

黨主動監督的能力，讓這些政黨能夠透過相關機制來相互箝制，找出執政夥伴

可能隱匿的政策資訊或是偏移行為，如此便能夠有效地強化政黨之間的合作關

3	 理論上而言，聯合政府內的政黨是否願意忠於執政協議內的規範，會受到許多因素的

影響。一般來說，可能的因素包含像是這些政黨之間政策偏好差異程度、是否有相應

的制度幫助落實執政協議，以及取決於政黨在規劃以及執行執政協議時的相關策略

（Timmerman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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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及落實聯合政府成立之初所規劃的執政方針。我們在接下來的篇幅中，

會詳細討論這些代理後的控制機制以及其運作的方式。

首先，在聯合政府成立時，參與政府的政黨之間勢必要進行內閣部長職

位的分配（portfolio allocation），也就是決定哪些部會首長的職位會交由那些

政黨負責。在這個分配的過程中，參與的政黨可以選擇百分之百的相信自己

的執政夥伴，將某個政策領域的政策制訂權力全權委託給對方來處理，但如

此一來，便存有發生代理問題的風險。相反地，參與內閣的政黨也可以選擇

在分配內閣部長職位時，透過任命一位（或多位）與部長分屬不同政黨的副

部長（junior ministers），用以密切監視部長在制訂政策時的相關行為（Thies 

2001）。4
這樣的作法，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副部長的存在，將政策資訊傳回

其所屬政黨，進一步消弭內閣政黨之間在特定政策領域上的資訊不對稱，同時

降低部長濫用自身行政裁量權的可能性，確保該部會所制訂的政策不會偏離原

本所有內閣政黨所同意的方向。同時，在某些特定政策上有跨黨派衝突時，副

部長也能夠做為其他內閣政黨的代表，與部長找出可能解決的方案。過去的

實證研究已經發現，至少在西歐議會內閣制的國家中，許多國家在聯合政府

內會採用副部長來監督部長的政策制訂行為，緩解或是避免代理問題的出現

（Thies 2001; Verzichelli 2008）。一般而言，聯合政府的政黨，會在部長職位

並不由自身政黨所掌握的相關部會，但政策偏好明顯分歧的議題領域，以指

派副部長的方式來達到監督執政夥伴的目的（Falcó-Gimeno 2014; Greene and 

Jensen 2016; Lipsmeyer and Pierce 2011）。不過，並不是每個聯合政府內的政

黨都有足夠的資源來利用副部長職位監督其執政夥伴，通常在議會內部擁有較

少席次的政黨因為資源的限制，在指派副部長時更需要相對謹慎（Martin and 

Vanberg 2011）。

4	 除了副部長之外，由於內閣部會之間有時會有部分議題領域的重疊（Saalfeld 2000），
因此聯合政府內的政黨也能透過控制這些議題相近的部會首長（neighboring minis-
tries），藉由跨部會的合作，像是共同草擬法案等機會，來監督執政夥伴，降低彼此
之間的資訊不對稱（Fernandesm, Meinfelder, and Moury 2016）。不過，這類預防機
制仰賴內閣政府在不同議題上的實際分工，整體而言仍相對少見，也缺乏系統性的研

究，因此僅在此作簡短說明。



 政治制度與議會內閣制下的聯合政府治理　99

儘管聯合政府內的政黨能夠利用副部長的職位來監督部長的政策制訂

行為，但由於副部長在多數情況下沒有針對部長所提之草案的否決權（veto 

power），其角色往往侷限於透過提供法案資訊給所屬政黨，降低聯合政府政

黨之間的資訊差異，而無法實質的修改由部長草擬的法案。另外，部長也經

常試圖在正式將草案送到議會之前，避開副部長的監督，將法案以部長所屬

政黨期望的方式草擬。因此，為了更有效的緩和代理問題並降低代理成本，

存在於議會內部立法過程（parliamentary decision-making process）中的相關機

制就變得至關重要，因為這些機制能夠進一步提供聯合政府內的政黨，進一

步檢視（scrutinize）以及修正（amend）那些由其執政夥伴所提出法案的機會

（Martin and Vanberg 2011）。

更明確的說，在議會內的立法過程中，包含像是立法委員會（legislative 

committees）的審查，或者是議會內部的質詢（parliamentary questioning）等

等，皆提供國會議員以及其所屬政黨大量汲取法案與政策資訊的機會。其中，

議會內部常設委員會體系（standing committee systems）的存在，可以說是聯

合政府內的政黨用以監督彼此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在各部會首長將法案草擬完

送交議會之後，由於並不是所有議會成員皆有相應的政策知識以及足夠的資源

能夠審查法案，這些政策草案通常會交由專責的立法委員會進行詳細的審查。

而常設立法委員會的設置，能讓國會議員長期在某些政策領域耕耘，並藉由委

員會所具備的制度性權力，像是主動召開公聽會、諮詢專家學者與利益團體

等，發展相關的專業政策知識（policy expertise）。聯合政府內的政黨因此也

能夠透過其所屬的黨籍委員會成員，蒐集關於特定法案的資訊，甚至是分析這

些法案可能帶來的影響。

也就是說，立法委員會的存在能夠有效降低聯合政府內的政黨之間在相

關政策議題上的資訊不對稱，也間接增加了那些未掌握特定部會首長的政

黨，在政策制訂過程中的影響力（Strøm 1990; Powell 2000; Mattson and Strøm 

1995）。除此之外，立法委員會更具有主動修正政府提案的權力，讓聯合政

府內的政黨能修正其執政夥伴所提出的草案內容，成為這些政黨反制其執政夥

伴偏移行為的重要工具。在Martin and Vanberg（2004; 2005; 2011; 2014）一系

列針對聯合政府政策制定過程的研究中，透過觀察分析丹麥、德國、荷蘭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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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經常出現聯合政府的議會內閣制國家的法案資料，發現在那些聯合政府內的

執政政黨存在偏好分歧的政策領域，法案通常會在立法過程中停留較長的時

間，且最終通過的法案與一開始由部會首長所提出的版本相比，也有較多內容

上的顯著修正。特別是當負責撰寫草案的部長，其所屬政黨的政策偏好與其他

政黨在特定議題上的差距過大時，其所提出的法案受到的修正幅度更是會明顯

增加。這樣的實證證據間接的證明，聯合政府內的成員確實會利用立法過程中

的各項制度，蒐集不同的政策資訊來分析相關法案可能的影響，並針對這些資

訊進一步決定是否要修改法案的內容，讓法案能夠明確反映聯合政府政體的利

益，而不是政府內單一政黨的政策偏好。

除此之外，基於立法委員會在法案審查過程中的重要角色，再加上常設委

員會的設置，經常會與內閣部會所負責的政策議題相對應（Mattson and Strøm 

1995），有些學者因此認為，聯合政府內的政黨可以利用控制立法委員會主

席（committee chairs）的方式，來更有效的箝制其執政夥伴的行為（Kim and 

Loewenberg 2005）。從這個角度來說，委員會主席的角色其實類似於先前提

過的副部長職位（Strøm, Müller, and Smith 2010），可以讓聯合政府內的政黨

用以蒐集政策資訊，拉近彼此之間的政策資訊差異。不過，委員會主席在制度

設計上，相對於副部長而言更具優勢。因為這些委員會主席具備許多特殊的制

度權力，包括能夠決定委員會議程、引導委員會政策討論的方向等，一定程度

的影響了委員會的決策走向（e.g., Beyme 1997; Ismayr 2012; Fortunato, Martin, 

and Vanberg 2019），加上委員會本身所具備修正法案的能力，掌握委員會主

席的位置無疑是為預防代理問題加上了一層保險。近年的實證研究的確發現，

聯合政府內部的政黨在可能存在政策衝突的議題上，沒有掌握特定部會首長的

政黨，會嘗試去控制與該部會相對應的立法委員會主席的位置，來達到監督執

政夥伴的目的（Carroll and Cox 2012; Chiru and De Winter 2023）。

儘管立法委員會在政策制訂過程中有重要的角色，而聯合政府內的政黨也

確實嘗試控制委員會主席來避免代理問題，但在制度設計上，每個國家內的立

法委員會以及委員會主席在其掌握的制度性權力上仍有非常大的差異（Powell 

2000; Martin and Vanberg 2011; Sieberer and Höhmann 2017）。以英國為例，

其委員會體系在權力設計上經常被視為是歐洲國家中相對弱勢的（Marti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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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berg 2001; André, Depauw, and Martin 2016），也因此降低了委員會在法案

審查上的重要性。然而，這並不代表內閣部會在法案制定上就能夠予取予求。

Martin and Whitaker（2019）認為，議會內部提供給議員質詢政府的機會，也

能夠幫助降低政黨之間的資訊差異。更仔細地說，透過質詢，國會議員能夠

迫使內閣官員主動揭露政策資訊以及法案可能的影響，在過去，議會質詢一

直以來就是反對黨用來監督政府的重要工具（Russo and Wiberg 2010），因此

自然也能夠讓聯合政府內的政黨用來監督其執政夥伴的立法行為。Martin and 

Whitaker針對英國2010年大選後出現的首次聯合內閣政府進行研究，發現執

政政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會讓聯合政府的政黨用更多的問題來質詢其質詢

夥伴。Höhmann and Sieberer（2020）則是分析德國聯邦議院（Bundestag）在

1980~2017年間的質詢資料，也發現了一樣的結果。他們的研究結果指出，聯

合政府的政黨確實會利用質詢來監督執政夥伴，此外，質詢的問題數量也會隨

著議題對聯合政府的重要性而增加。
5

另外，在這些機制的運用上，聯合政府的政黨也可以利用不同機制之

間的相互搭配，降低政黨在資源與人力的浪費，同時增加執政團隊整體政

策被落實的可能性（Müller and Meyer, 2010）。像是在Kim and Loewenberg 

（2005）的研究中，他們發現在聯合政府已經制定了執政協議的情況下，會

增加執政聯盟使用立法委員會主席來監督執政夥伴的機率。此外，Höhmann 

and Krauss（2022）更進一步發現，若是聯合政府簽訂相對詳細的執政協議，

聯合政府內的政黨在後續的質詢過程中質詢其執政夥伴的機會也會隨之增加。

Indridason and Kristinsson（2013）的研究結果也指出，在聯合政府成立前的談

判過程中，若是聯盟成員決定在政府成立之後要使用副部長的職位來相互監

督，那麼相對來說這些聯盟成員會制定較為詳細的執政協議，用以規範彼此的

行為。Lipsmeyer and Pierce（2011）在其針對副部長的研究中也指出，在立法

委員會的制度權力相對較強勢的國家中，執政聯盟的成員依賴副部長來監督彼

5	 除了這些機制之外，聯合政府的成員也能夠利用所謂的裏內閣（inner cabinets; Mül-
ler and Strøm 1999）或者是聯席會議（coalition committees; Andeweg and Timmermans 
2008）的方式來處理聯合政府內的爭議。但礙於篇幅限制以及相關的研究較少，僅在
此做簡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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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的情況會減少；相反的，Martin and Vanberg（2011）的分析則是指出，在聯

合政府政黨已經利用副部長進行監督的情況下，法案在議會審查的時間則是會

縮短，受到的修正也比較少，這意味著執政夥伴在已使用特定監督機制的情況

下，會減少使用立法委員會來額外進行彼此間的監督。

三、預防機制的效能

在前述的文獻中，大多數的研究是展現了在何種情況下，聯合政府內的政

黨會利用相關的預防機制來預防代理問題。不過，這些研究成果並無法展現這

些預防機制在減緩代理問題以及落實聯合政府政策上的實際效果。換句話說，

我們仍然不清楚，採取相關的預防機制，是不是真的能夠維持聯合政府內政

黨之間的合作關係，並確切執行聯合政府成立之初的執政藍圖。針對上述的問

題，不少的研究也已經給出了肯定的答案。

首先，像是在聯合執政協議的使用上，由於聯合執政協議的存在規範了

政黨之間的行為，緩解了代理問題，也因此，不少學者認為聯合執政協議相

當程度的提升了聯合政府的存續性（cabinet durability），避免政黨之間因為

政策衝突而使得內閣政府面臨提前解散的風險（Timmermans and Moury 2006; 

Saalfeld 2008）。為了系統性的從實證層面檢驗這項論點，Krauss（2018）針

對23個歐洲議會內閣制國家的資料進行分析，發現政黨在聯合政府成立前事先

簽訂聯合執政協議，確實能夠提升後續共同治理的穩定性。此外，他也發現，

越是詳細的執政協議，在提升聯合政府穩定性上的效果越顯著。

而在委員會主席的使用上，在König, Lin, and Silva（2023）最近的研究

中，他們針對丹麥、德國與荷蘭等三國一共將近7400筆的政府法案資料進行

實證分析，其研究結果指出，掌握了委員會主席此一位置的執政政黨，確實能

夠利用委員會主席具備的制度權力，讓其執政夥伴所提出的法案受到挑戰，

並在委員會審查的過程中有較高的可能收到委員會提出的修正建議。此外，

Krauss, Praprotnik, and Thürk（2021）雖然是分析德國地方議會的法案資料，

但也提出了相似的結論。他們的分析結果指出，在聯合政府政黨掌握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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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席的情況下，其執政夥伴的提案內容確實有較高的機率被修改。
6

最後，如同前文所提及，由於立法委員會體系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影響

力，取決於委員會所具有的制度性權力而定（Powell 2000; Strøm 1990），因

此，聯合政府內的執政政黨也會有相當的動機去強化委員會的制度性權力，藉

以確保這些政黨在聯合治理的過程中能夠有效的相互監督。舉例來說，Zubek

（2015）針對八個歐洲國家在20年間的改革紀錄進行分析就發現，當聯合政

府內的政黨之間存在高度的意識形態分歧，針對委員會制度權力的改革就越

可能出現，而這些改革往往是嘗試提升委員會權力的。此外，André, Depauw, 

and Martin（2016）也提出了相似的研究發現。他們透過分析31個議會內閣制

國家的資料，發現一國內的聯合政府比例與委員會的制度權力是呈現正相關

的，也就是說聯合治理越常發生的國家，其委員會體系的制度權力會越強。

確實，已有近年的相關實證研究指出，在聯合治理的過程中，聯合政府的集體

偏好以及執政藍圖是否能夠有效落實，相當程度是取決於該國在政治制度設計

上的強度而定的。當一國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強而有力的監督機制時，最終的政

府政策經常是與聯合政府的集體利益一致；相反的，當該國的監督機制或者是

相關制度性權力偏弱時，則最終的政府政策往往只是單純反映那些掌握內閣部

長的政黨偏好而已（Bäck et al., 2022; Martin and Vanberg 2020）。透過這些實

證證據可以明確看出，聯合政府在面對代理問題時的應對能力，相當程度取決

於政治制度設計是否能提供有效且強力的監督機制而定。事實上，若是執政夥

伴之間能有效地進行相互監督，除了能夠落實聯合政府的政策目標之外，也能

夠幫助維持聯合治理的穩定性，延長聯合政府的執政時間（Silva and Medina, 

2023）。

6	 Fortunato, Martin, and Vanberg (2019)以丹麥、德國與荷蘭的法案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委
員會主席對於法案內容修正數量的影響，在反對黨掌握委員會主席的時候較為明顯。

不過，他們也提出解釋，這樣的發現，可能是由於聯合政府內的政黨能夠利用的資源

較反對黨為多，而他們由於掌握議會多數，因此相對掌握的委員會成員比例也較高，

所以不需要特別透過掌握委員會主席的位置來影響法案審理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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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來研究建議

在議會內閣制下，聯合政府的存在同時給予了參與的政黨相互競爭卻又要

合作的不同動機，使得聯合政府內的政黨在共享執政權力時，也要避免因為執

政夥伴的策略性違約行為所可能帶來的代理損失。如同本文在早前回顧的文獻

內容，許多比較政治學者針對聯合執政的政策制訂過程進行觀察，找出聯合政

府內的政黨如何透過政治制度的設計來約束以及監督彼此的行為，藉此降低代

理問題發生的可能性。無庸置疑地，這些研究已經顯著的提升了學界對於聯合

政府運作，特別是政府內政黨互動關係的理解。然而，關於聯合治理的運作，

仍有幾個研究課題值得進一步的檢視，本文簡單討論兩個可能發展的方向。

第一，由於聯合治理的過程也可能影響選民認知或是造成選民誤解，像是

讓民眾認為他們支持的政黨在聯合政府中做出了政策妥協，最後導致這些政

黨的選票流失（Fortunato and Stevenson 2013; Fortunato 2019; Klüver and Spoon 

2020），這使得聯合政府內的政黨有充分的動機與選民溝通，透過不同的方

式讓選民知道，這些政黨的行為仍是忠於選民的偏好以及原有的選舉承諾，

以及與其他執政夥伴之間的差異（Martin and Vanberg 2008; 2011）。對此，

Martin and Vanberg（2008）分析德國與荷蘭下議院內政黨的辯論內容發現，聯

合政府內的政黨在彼此偏好分歧較高的議題上，會主動參與辯論，並給予較多

的政策說明。Sagarzazu and Klüver（2017）則是分析德國聯合政府內的政黨在

2000∼2010這段時期所發布的媒體新聞稿（press release）內容，發現在聯合

政府成立初期以及下一次大選接近時，這些政黨在新聞稿內討論的政策議題會

有明顯的不同，也就是說這些政黨會利用媒體新聞稿來做為說明彼此政策立場

差異的媒介。Fortunato（2019b）也認為，這種政黨之間進行政策區別（policy 

differentiation）的行為，也可以透過在議會內部修改執政夥伴的法案來達成。

整體而言，相對於聯合政府內的政黨如何利用政治制度相互箝制的研究來說，

這些政黨該如何與選民溝通，以及前述溝通方式對於選民認知的實際影響等課

題，還未有太多的學者關注，也因此仍有相當大的耕耘空間。

第二，聯合治理困境這個文獻的很大一個假定（assumption），是聯合政

府內的政黨，無論是因為政策利益或者是選舉動機，會策略性的違背聯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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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整體的執政計畫，並採取有利於政黨本身的行為。也因此，在治理過程中的

監督行為才有其必要性。然而，政治制度的設計並不是十全十美的，因此也很

難達到全面性的監督（Goodhart 2013; Martin and Vanberg 2020）。在政黨會主

動追求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現有研究的假設，似乎是認為這些聯合政府內的

政黨，在面對監督機制時會乖乖地束手就擒，雙手奉上其執政夥伴想要得到

的資訊，甚至是主動避免違約行為。而對於這些政黨在監督機制存在下的可

能反制行為，卻鮮少有著墨。在極為少數的現有研究中，Martin（2004）認為

聯合政府一般會將爭議性較低或是屬於重要議題的法案在執政初期就先行提

出，藉以避免這些法案面臨冗長審查過程的窘況。König et al.（2022）則是提

出理論與實證證據，認為掌握內閣部長的政黨會視其法案在議會內部受到審查

的狀況，來調整後續法案提出的時機。若是其先行提出之法案在議會內受到

審查的時間過長，該政黨會選擇延後提出其他法案，避免後續法案同樣陷入

冗長的審查過程中。另外，Lin and Yordanova（2022）則是進一步以芬蘭國會

的法案分配過程作為分析資料，嘗試找出聯合政府內的政黨躲避執政夥伴監

督（circumventing coalition oversight）的證據。他們的研究結果指出，在立法

委員會與內閣部會負責的議題並不是完美對應（perfect correspondence）時，

負責法案的部會首長可能會透過策略性調整法案的議題與內容，讓其法案有較

高機會被分配到相對友善的立法委員會進行審查，如此除了避免被修改內容之

外，也能增加通過的可能性。無疑地，這些研究更清楚地刻劃出聯合政府內政

黨之間的策略性互動關係，不過，這些政黨該如何避開夥伴監督，其中又有哪

些策略能夠採用，明顯是一個需要比較政治學者更廣泛關注的課題。

 （收件：111年9月12日，接受：112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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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delegating policymaking power across party lines can create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in multiparty governments, scholars widely 

acknowledge tha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re crucial in mitigating this issue. To 

avoid potential agency loss, parties in multiparty governments may employ 

various control mechanisms to keep tabs on their ruling partners. This paper 

begins by briefly discussing the causes of the delegation problem in multiparty 

governments. We then provid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current literature to 

demonstrate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vailable to coalition parties in the 

joint ruling process and the effects of these measures. Finally, we conclude the 

paper by offering a few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Multiparty Governments, Multiparty Governanc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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